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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探讨了重庆移民及其特点，分析了重庆移民的宗教信仰与情况。特别是对于重庆地区移民初期的

情感与信仰，移民不断本土化后的信仰泛化情况做了分析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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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作为我国长江中上游的重要交通要道，在历代移民中起着重要作用。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由湖南、湖北、江西、广东、

广西等省向重庆的移民，不仅改变了重庆地区的人口与经济、文化结构，而且也使重庆民众的精神信仰发生了显著变化。

一、历史上的重庆移民及其特点

重庆地处我国南北部和中西部的交界区，“西控巴渝收万壑，东连荆楚压群山”。虽然重庆被山区环绕，但是水道纵横，

境内有长江、嘉陵江、乌江等江河，为本地和外地人口的迁徙流动提供了便利条件。早在夏商时期，从重庆三峡的峡江地区走

出的巴人鱼凫部，沿长江西上，在川西建立了鱼凫蜀国。秦汉以来，巴地的民众开拓了四通八达的秦巴古道。同时，由于重庆

位扼长江上游要津与嘉陵江的汇合处，当时长江中上游能够通航的几大水道，如长江水道、嘉陵江水道、乌江水道等，都与重

庆水道直接相关。中国古代的吴越、荆楚与巴、蜀、黔(今贵州境)、滇(今云南境)的贯通，重庆具有重要作用。

在历史上，重庆是中国东部、中部与西部人口流动的主要区域。秦汉及以后历史时期巴蜀境内向外的交通有两条要道:一条

为北向往汉中、关中地区，主要以成都为中心的蜀道为主；另一路则由巴蜀东向，沿长江而下，直抵楚、吴等地。当时长江中

下游地区许多躲避战争、自然灾害而被迫迁徙的民众，其迁徙路途主要是沿着长江通道，经过三峡地区向上游流动。由于古代

民众携家带口的长途远行，加上峡江高峡峻谷，崎岖难行，于是移民在迁徙的路途中，许多适宜生存或者便于就食的地方，都

可能成为人们迁徙的居留地。这样，重庆———尤其是长江沿岸地区，自古以来便成为中国南方、东方及其西南方向移民的重

要流动地域。而正是历史上几次大规模外来移民潮所形成的动力，直接推动了重庆城市及周边地区的大变化、大发展。

早在汉代，武帝开发西南夷时，大量移民就进入古代巴地，由此促进了古代重庆地区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来自北方的

移民进入巴渝地区生产、生活，使巴地人口急剧增长，成为汉代人口繁盛之区。据载，西汉时巴郡有 158643 户，人口 708148(《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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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卷 28《地理志上》)；到东汉时有户 310691 户，人口 1086049 人(《后汉书·志》第 23《郡国五》)。而据《华阳国志·巴

志》记载，至东汉永兴二年(154)更达 464780 户，人口 1875535，
［1］20

户较西汉初时增加了近 3倍，人口则增加了 2倍多。两《汉

书》所载巴郡人口应该是政府直接控制的以汉族为主的编户齐民，而不包括巴境内难以统计的西南夷少数民族。大量移民进入

巴地，西汉政府专门在巴郡增设新的行政单位进行管理。由于其时巴郡所增加人口主要分布在西汉水(今嘉陵江)、潜水(今渠江)

一带，西汉政府就在这些地区新设垫江、安汉、充国、阆中、宕渠 5 县，其人口占了巴郡人口的 2/3 左右。这说明当时有许多

移民是沿着河流两岸顺流而行，在向西向北的迁徙、流转中定居或滞留于巴地。

大量移民的进入，加快了古代重庆城的发展。作为巴郡治所的江州城，就是在人口增长的推动下，不断地扩充、发展。史

载秦汉时期江州为郡县治地。秦灭巴蜀以后，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十一县。张仪筑江州城，为郡治所。两汉时期，随着

大量人口进入巴郡，江州城区人口群集，城市也繁荣起来。东汉时期，江州之繁盛，史有所记。据《华阳国志·巴志》描写当

时郡治江州大城的情形:“地势刚险，皆重屋累居，数有火害。又不相容，结舫水居五百余家。承三江之会，夏水涨盛，坏散颠

溺，死者无数。”
［1］20

这虽然说的是江州城的水火灾害，但也说明了当时江州城人烟稠密，沿江而居，山水相依，重屋累居，依

山建筑，屋舍梯级而上的情形。一方都会，跃然纸上。

明清时期，在政府倡导下，出现了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人口迁徙。明代末期的战争、灾荒、瘟疫等使四川、重庆等地人口

锐减。政府为了调整该地区的人口结构，填补战争创伤给四川、重庆的人口缺失，于是通过政策性鼓励办法，鼓励湖广等地民

众移民四川。当时，湖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贵州、陕西、河南、河北等地的移民大量涌入重庆。这些移民的陆续迁

入，使战后的重庆人口再次繁盛起来。

大量移民的进入，加快了古代重庆城的发展。雍正《四川通志》云:“巴县附郭，沿江为池，凿岩为城，天造地设，洵三巴

之形胜也。”
［2］卷 3 下《重庆府》

嘉庆《四川通志》载:“明洪武初，指挥戴鼎因旧址修砌石城，高十丈，周十二里六分，计二千二百六

十八丈，环江为池，门十七，九开八闭，象九宫八卦之形。”
［3］卷 24《舆地·重庆府》，1126

至清末，重庆城区工商业增多，城市更加繁华。

光绪五年(1879)岁末，丁治棠经行重庆时，清晨见“沙岸人立如麻”，“商帆集万艘”
［4］2，52

，很是繁荣。俞陛云光绪二十八年

(1902)所见的重庆城，人口繁盛，各地商贾云集于此，所谓“居民八万户，楼台灯火，布满一山。滇越行李，江楚舟樯，争骛

于其间”
［5］9

。

随着人口增加，重庆一些府、县的外来人口已达到人口总数的 70－80%。据嘉庆《四川通志》载，嘉庆十七年(1538)重庆总

人口 3726952 人，而此期重庆仅清代移民及其后裔就约有 266．8 万人，土著及明代遗民后裔总共约有 105．8 万人，仅仅清代

移民及其后裔就占了重庆各府、县人口的 71．6%。

历史上重庆人口的大量增加，使其移民具有几个重要特点。

1．移民大多是汇聚各省、各地民众，多系跨省区长途迁徙而来的。

从巴蜀最大的移民高潮“湖广填四川”来看，当时主要的移民省份有湖北、湖南、两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陕西、

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等地，这些外省籍人口构成迁进重庆移民人口的主要部分。以重庆云阳县清代移民大姓为例，民国《云

阳县志》记，其时云阳县有城乡大姓 179 家，其中土著和明代移民 34 家，除去不清楚的 12家，则清代移民及其后裔有 133 家，

土著、明代移民与清代移民及其后裔之比为 26/100。嘉庆《四川通志》记重庆人口从康熙二十年(1681)到嘉庆十七年(1812)，

按相距 130 年计，其人口平均增长率为 28．2‰。这一人口比例，说明当时移民对于人口增长的巨大作用。

2．移民大多是举族而迁，有着浓厚的原乡土情结与宗族、家族观念。

在重庆移民中，许多移民群体是以家族、宗族的形式迁徙进入的。由于长江三峡山高路远，其家族、宗族就成为这些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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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迁徙途程中自我保护的组织形式。据民国《忠县志》卷 10《氏族表附》记载:明代忠县宗族大姓中，所列氏族 118 姓，除严、

文、甘、杨、杜、母、奚等几姓外，其余均为元末及明清移民的宗族；民国《合川县志》记清代时，合川的土著和明代移民共

有 77 家，而清代移民则有 110 家，除去来源不明的 80 家，则土著和明代移民与清代移民之比为 70/100。这说明，当时外省籍

以家族、宗族形式的移民已经是当地人口的主要来源。这种宗族、家族性移民，使重庆移民群体中的原乡土情结与宗族、家族

性情感倾向及认同感特别明显，以宗族、家族为中心的内聚倾向也十分明显。

3．迁徙往往是无目的性的随地迁入，导致许多移民具有流动的盲目性。

由于大多数移民是在政府政策性鼓励或者随地就食的需求驱使下迁入重庆，而当时政府在将人口迁往四川、重庆地区的过

程中，并没有具体而严密的分府、县人口安置计划，只是各地政府按需接纳。所以，从长江中下游迁移往四川的移民，大多数

是根据沿途区域适宜生存的实际情况，而迁入长江沿途的重庆府、县。

这种情况，使人口流动具有盲目性与偶然性。当时只要便于留居、耕作，或者地多人少的地方，都可能成为移民的居留目

的地。这种格局，就使移民没有预先的思想准备，而在随地就迁后，在精神世界上，一方面为了加强移民内部团结，而保留了

其血缘性的族团组织与原地区的宗教神信仰；另一方面，随着时日久远，也抱有能够与当地土著居民相沟通、融合的希望。这

也为外迁移民与本地土著的宗教信仰的融合奠定了基础。

4．移民形成了五方文化、习俗杂处的情况。

移民的大量增加，使重庆各地形成了五方杂处，习俗、方言并存的情况。特别是明清以后，这种情况更加明显。例如在重

庆大足县，“清初移民实川，来者又各从其俗。举凡婚丧时祭诸事，率视原籍所通行者而自为风气。”
［6］320

在重庆壁山县，清

初“招徕复业者十之一二，余皆楚、粤、黔、闽人，习俗少变，然冠婚丧祭岁时伏腊颇有古风”
［7］277

。五方文化、习俗的杂处，

使各地移民在精神与信仰世界中能够保持自己的原乡土信仰而不被歧视。

二、移民在异乡初期的情感与信仰

历史上的重庆移民，大都举族迁徙，并聚居一处。这些家族和宗族聚居、生活在一起，不仅能有效地保护所属同宗、同族

成员不受当地土著的欺负，还能通过祖先崇拜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加强所属成员的内在凝聚力，使宗族成员在异地他乡仍然

有着一种族类归属感。特别是明清以来，大量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福建、安徽、江浙等外省籍移民涌入巴地，在其定居

初期基本上按照家族、宗族格局生活，于是一方面是五方习俗杂处、各地方言并存，“方言岛”现象普遍存在；另一方面则是

移民信仰的原籍化、狭窄化、多元化。

自明清以来，重庆地区“方言岛”现象普遍存在。例如重庆大足县，“旧极复杂。凡一般人率能操两种语音，平时家人聚

谈或同籍人互话，曰‘打乡谈’。粤人操粤音，楚人操楚音，非其人不解其言也。与外人接，则用普通话，远近无殊。”
［8］321

又如永川县，“五方杂处，语言互异……故郡属城市，均有各省会馆，惟两湖、两广、江西、福建为多。生聚殷繁，占籍越数

十传而土音不改。”
［9］70

而有的地区，“明清间自楚赣来迁者十六七……故闽粤之人必学官话，其土音有同邑所不尽解者”(《涪

陵县续修涪州志》卷 7)。重庆市荣昌县盘龙镇到现在仍然是著名的“方言岛”。这里现有人口 8万余人，其中客家人 4万多，

占 50%左右。这里的客家人为了保存客家传统，“宁卖祖上田，不丢祖上言”。它使当地客家人至今仍然有着自己原籍的文化传

统与文化心理。这种情况说明，重庆移民由于其举族迁徙的特点，在心理上的群体认同意识十分强烈。

“方言岛”现象保持了移民原生地的种种文化特征，它使同一地域移民长期聚居在一小块地域内，从而形成一个个封闭的

家族、宗族社会，并长期保持原乡籍的生活习俗，与周围土著或其他省籍的移民保持一定距离。同时，在信仰方面，这些移民

在迁徙到异乡的初期，往往是以原居地的地缘性宗教神信仰为主。例如当时许多地方的移民在异乡自觉地建立了省籍或府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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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谊性组织———移民会馆。移民会馆既为聚会场所，又是移民社会组织和宗教、经济的活动场所，是移民族群认同、信仰的

心理和物质边界。移民会馆在建筑上多融入移民原籍的地方乡土文化特色，同时还将原籍的宗教神一同带进会馆祭祀，开展酬

神活动。例如重庆各地会馆中，基本无一例外都开展了酬神唱戏活动，这些酬神对象，都是移民原居地的乡土神或者原省共同

信仰的神祇。同时，各省籍移民在将原籍地方神祇移到会馆时，还在现居地大肆建庙修寺，供拜原籍神灵。其目的既为了寄托

他们的乡土思念，也祈祷原乡籍的神灵保佑他们丰收、发财、平安。《新宁县志》记今四川开江县:“邑多楚人，各别其郡，私

其神，以祠庙分籍贯，故建置相望。”重庆诸地亦应如此。

下面以重庆城区移民会馆修建、祭祀神祇为例，列表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重庆城区移民会馆中，有湖广、广东、江西、陕西、福建、江南、浙江、山西、云贵等省籍会馆。这些

会馆供奉各个省民众信仰的神祇。例如湖广会馆(禹王宫)主要供奉大禹；广东公所(南华宫)则供奉禅宗南宗的慧能六祖；江西

会馆(万寿宫)则供奉道教真人许真君；而陕西会馆(三元庙)则供奉忠信的偶像关羽。这些神充分表现了各地移民的信仰对象。

这种信仰与外省籍移民的乡土历史记忆和文化情感有着密切联系。同时，它又是移民通过此而加强内部团结，共同参与地方社

会活动，维护地方秩序，特别是商业秩序的手段。

再以重庆江津地区移民建庙修寺情况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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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看出，江津地区的寺庙分布多与移民有关。其中许多寺庙名称与移民会馆名称相同，而所供奉神也大多为移民会馆

中所供奉的神祇。它说明，一方面移民修建的寺庙很多，分布普遍；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的各地乡土神灵在移民居留地得到拜

祭。

移民会馆祭祀原籍地方神祇，既使移民的信仰狭窄化，也造成移民神信仰的多元化。这种信仰导致移民之间的血缘联系加

强，并以这种信仰作为此族团与彼族团相区别的标志。它可以解决移民在新的环境里保护自己、协调和解决矛盾的需要；也能

够保持对家乡的历史记忆，缓解乡愁。例如湖北黄州府(今黄冈)人修建的齐安公所，又称“帝主宫”。这是因为湖广人信仰大

禹，黄州人信仰帝主，故称为“帝主宫”。同时，在齐安公所专设有一道大门———望乡门，与墙体建筑成 15 度角，成一道斜

门。据测试，此大门正好对着黄州府方向。它透露出了黄州人对故乡历史的推崇和缅怀；也说明黄州移民在通过各种方式强化

对家乡的历史记忆，强化地缘与血缘族群的认同。

但是总的来看，强调地缘与血缘族群的认同，是移民初到陌生环境的一种精神需要。它缓解了移民们远离故土的情感折磨，

同时也延缓了移民的本地化进程，造成重庆地区民间神祇信仰的多元化。

三、移民融合及信仰的泛化与共体化

随着移民迁居重庆的时间延长，移民的信仰也在发生变化:即由移民初期的外省乡土性的神祇信仰，而逐渐导致乡梓记忆的

淡化，各地神祇的融合，以至于造成移民神信仰的泛化与共体化。

在清代及民国时的四川地区，常常兵匪横行。人们为了安全，纷起修筑硐寨，特别是在兵荒岁月。许多硐寨建有寺庙或塑

有神像。如民国《达县志》载:清平寨“有武庙，清乾隆时修”，凤凰观寨“上有庙”；
［11］卷 4《寨堡》

达县关帝庙“在万宝寨”，玄

祖殿“在太平寨”，真山寺“在真山寨”，文武宫在“天宝寨，”龙翔寺“在云台寨”等等。
［11］卷 10《寺观》

万源县火石寨，莲花寨，

有玄祖庙等；马鞍寨，可容万人，有天台寺。
［12］卷 2《硐寨》

这些寨，有的是家族所建，而更多的是居住于附近之村落所共建。在修

建这些寺庙时，不分宗族，不分移民原乡籍，只是以现在的聚居地为单位。

随着时日的延续，移民与土著的神信仰合流，开始形成共同的神祭祀与宗教信仰。例如万源大竹河场，过去建有川主宫，

为四川人专祀，于清同治年间被焚，仅存正殿五间。光绪年间，当地绅商培修该寺庙，并共祀川主、神农、药王，更名三圣庙。

时贡生赖春山为扩庙所撰碑序作如是记:“旧无神农、药王神，亦如各邦各有会馆，今专祀改为兼祀，始于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之

岁，吾乡人创见。”［
12］卷 2《祠庙》

神农、药王二神，亦如川主一样，本为各邦各地之专祀之神，但大竹乡人在淡化了各地的原籍信

仰后，将三神兼祀。人们之所以能兼祀三神，是基于传统“有功于民则祀之”的思想，只要对百姓有用，百姓就崇祀之，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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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为何地何邦之神。这样，神灵保护的人群范围扩大了，移民信仰也出现了泛化，即从祭拜家乡神(可以不止一神)，到共同祭

拜各地之神。

在宣汉等地，也有这种情况。例如《宣汉县志》就载嘉庆十八年《徐陈谟重修禹王宫碑记》，其中说到楚人初到宣汉，修

建的禹王宫遍布各乡。但是，随着时日渐远，人们对此再“询之楚民之居于川者，皆莫识其所自”
［13］卷 3《祠祀》之《徐陈谟重修禹王宫碑记》

。后

来的奉祀者对所奉神灵禹王，已是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了。所以，一些士绅重修禹王宫并刻碑文记之。它说明清代后期，湖广

迁入移民的乡梓记忆，已经不是那么强烈，甚至健忘了，移民乡梓记忆的心理边界也逐渐消失。

在宗教方面，移民乡梓记忆的淡化还表现在移民与土著拥有共同神信仰。例如清代与民国时期，四川、重庆的移民与土著

出现普遍信奉佛教、道教，并修建佛教寺庙与道观的现象。同时他们也修建原为外省籍的文昌神祇庙，共同祭祀文昌神君。据

光绪二十五年《邓师柳泉重修禹王宫碑记》记:“四川会馆祀川主、文昌。”就是说文昌之神也成了四川、重庆地区的专祀之神。

在移民与土著居民的共同信仰与神祇供奉中，城镇与乡村在信仰方面有着差异，由此在寺庙崇拜的神的分布上也有区别。

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城镇以会馆神祇为主，乡村则以佛教、道教神祇为主。例如重庆潼南县，“城镇各祠大抵外省会馆为多，

乡间则佛寺道观居其大半”
［14］卷 1《祠寺》

。

移民家乡神扩展为共神的现象，向我们展示了移民崇神的泛化过程。移民的地方神通过长期与当地土著神祇的融合，也就

共同成为聚居地广大百姓的共神。于是在重庆的许多移民村寨，出现百姓“见神就拜，见庙就叩头”的情况。那些设在硐寨的

神，场市之地之神，最容易，也是最早成为共神的，甚至还会产生新的保护神。所以，移民及其后裔的逐渐本土化，也在不断

促成移民与土著的新的社会习俗的形成。而新的社会习俗，使传统社会逐渐变异，移民们的信仰空间在不断的秩序化和泛化。

这样，在清代后期，兼祀诸神的情况不断发展。在移民们的心灵中，对于神的认同在不断扩大，从祭拜家乡神发展到祭拜各地

之神。而移民所认同、祭祀的神灵，其保护的人群范围，不仅仅是移民的家族、宗族，也包括了当地的土著居民。这种共奉神

祇与修建共同的宗教寺庙，成为清代后期的一种普遍现象。它反映了移民神信仰的泛化，宗教信仰的扩大化，也表现出重庆地

区移民与当地传统社会融合程度的加深。

参考文献：

［1］［晋］常璩著．任乃强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雍正］四川通志［Z］．四库全书本．

［3］［嘉庆］四川通志［Z］．成都:巴蜀书社，1984．

［4］［清］丁治堂．丁治棠纪行四种［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5］俞陛云．蜀輶诗记(卷下)［Z］．上海:上海书店，1986．

［6］民国重修大足县志［Z］．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

［7］寇用平等．(同治)璧山县志［Z］．成都:巴蜀书社，1992 年影印本．

［8］郭鸿厚等．民国重修大足县志［Z］．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



7

［9］许曾荫等．永川县志［Z］．成都:巴蜀书社，1992 年影印本．

［10］李禹阶主编．重庆移民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11］王文熙等．达县志［Z］．民国二十七年刻本．

［12］刘子敬等．万源县志［Z］．民国二十一年．

［13］汪承烈．宣汉县志［Z］．民国二十年石印本．

［14］王安镇等．潼南县志［Z］．民国四年．


